
我为“包产到户”
                 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

村的生产力，粮食总产量从 1978

年的 6095 亿斤，增至 1984 年的

8146 亿斤。农村发展迎来了一个

黄金时期，为此后乡镇企业崛起

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

为此后的城市改革赢得了新的空

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伟大

的创造，至今仍是农村经济的基

石。

1 9 7 8  年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1975 年，我来到了滁县任职，历

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书记。

1977 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 300

多名干部，深入到 400 多个生产队进

行调查，并向省委上交了报告——《关

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

和今后意见》。

当年 6 月份，刚刚上任安徽省委

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看

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

指出滁县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

好的开端。“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

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

一个报告。

同时，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让

我从100多篇调查报告中选择几十篇印

成书发给各地参考。此后省委负责同志

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滁县地委报告的

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

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省委

六条），经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

后，于11月下旬公布，在全省贯彻执行。

其主要内容有：允许生产队根据

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只需个人干的活可以责任到人；允许

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

业等。这些规定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

不起，但在当时尚属“禁区”，具有较

大的冲击力，反响强烈，深受基层干

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197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专门

发表文章《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小岗村的“生死文书”

1978 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

的特大旱灾。9 月初，我们地委召开了

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

秋种。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

个凡是”的观点正受到质疑。

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

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

竟在哪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

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 242 多个公社

都上不去？难道我们都是笨蛋吗？

他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

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

不上去自动下台。

更令人奇怪的是，来安和天长两

个县的几个公社，在普遍减产的情况

下，他们却全面增产。于是我鼓励大

家畅所欲言，这几位公社书记才公开

了三个“秘密武器”：来安县烟陈公社

魏郢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天长县

新街公社实行棉花包产到户；来安县

广大公社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

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实行奖罚。

会后，我立即赶到省会合肥，向

万里书记做了详细的汇报。万里同志

立即指示：“对这三个典型社队要进行

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报告。”

看到调查报告后，万里随即通知

地委进行试点。我们立即组织试点。

结果，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

许多社队争当试点，不是试点的社队

也自发加入。

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

产队暗中开始了“包产到户”，其中就

有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就

是现在家喻户晓的小岗村。

1978 年秋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联合 18 户人家搞

了大包干；年底，18 位社员偷偷摸摸

签订了一份“生死文书”， 在那张大

纸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坦率地说，当时对其中的细节，

我并不是很清楚。但到了第二年，小

岗生产队创造了奇迹。18 户农民有 12

户超过万斤粮，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

以来 20 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

长了 6 倍。自 1957 年起，23 年来，第

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和油料任务，分

别超额 6 倍和 80 倍。

农民群众对“大包干”赞不绝口：

“鞋合脚，政策好。人出力，地献宝！”

“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社员都想搞。

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从“以

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

“如果错了完全由地委负责”

尽管如此，地处滁县地区，我还

是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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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题为“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编者按”明确

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田

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

这对滁县农民来说，无疑浇了一

盆冷水。一时间，人心惶惶。怎么办？

如果听之任之，局面将会发生逆转，

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当机立断，

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发出了电话通知，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各种形

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

去，延误农时。”而且，我旗帜鲜明地

表态，“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

验的，如果错了完全由地委负责。”地

委能负这个责吗？其实，我就看重了

一条，农民群众不能再受穷了。

就在第二天，3 月 16 日，万里同

志突然来到了滁县地区。他说：“作为

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

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

来信。”他还风趣地说：“产量上不去，

秋后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

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的。”

他对地委给予了肯定。“你们地委

做得对，即时发出通知，已经实行了

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

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

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

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作

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的肯

定无疑至关重要。

1980 年春节前，万里同志来到了

小岗生产队，挨门挨户看了一遍，非

常高兴。有人指责小岗队是开倒车，

他当即表态，“地委同意你们先干三年，

我批准你们先干五年。只要多打粮食，

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

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

包产到户有了“地方户口”

1980 年初，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

作会议。我发言题为《顺应民心，积

极引导》，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

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

形式。我认为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

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

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

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

后来，在会议总结时，万里同志

指出：“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他妈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

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

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

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

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

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由此，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

省报上了户口，但这是地方户口，只能

在省内通行。虽然“大包干”得到安徽

省委的承认，但并没有完全达到共识。

遗憾的是，1980 年春，万里离开

了安徽调至中央工作。其后，大包干

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展开。

“小平同志谈话”带来艳阳天

1980 年上半年，省委连续召开了

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在这些会议上，

大包干遭到了猛烈批评。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有的县下

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

回。滁县该何去何从？难道大包干真

的是一种倒退？就在此时，我从省委

那意外看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

策问题的一份内部谈话。

邓小平同志说：“‘凤阳花鼓’中

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

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

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

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这个谈话

让我振奋不已，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当时这个谈话尚未公开发表，但我迅

速向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作了传达。

但在 1980 年 8 月的省委常委扩大

会议上，除了滁县、六安地区外，其

他地区基本是“一边倒”，对“大包干”

形成围攻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在

会上首先强调包产到户可以充分调动

农民的积极性，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与

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同时，列举了

实地调查数据表明，增产最多的是包

产到户，次之是包产到组，而“大呼隆”

的生产队只能是平产或减产。结论是

“队不如组，组不如户”。

最后，我说：“如果上级不同意，

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进行纠正，

我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

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

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人心惶惶，

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但

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

当时全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由

于分歧很大，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建议

把邓小平那篇谈话念了一遍，作为会议

总结。从那以后，包产到户就迎来了艳

阳天。1993 年 3 月 29 日，八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宪法。

（本刊记者胡雪琴采访整理）

口述者：王郁昭

1926年生，山东文登人。安徽
省原省长，现任中国扶贫基金
会名誉会长。1975年至1982年
在安徽滁县地委主持工作，期
间 亲 历 了 所 辖 小 岗 村 “ 大 包
干”事件。


